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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一期專欄我談了中國恩格爾係數（即飲食開銷占居民收入的比例）下降的問題，一些讀者給我回信，希望我繼續深入談談這個問題。
我又聯想起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初到加拿大時的情景。當時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的確處處感受到中加兩國恩格爾係數懸殊的對比。但細究其原因，也不難理解：加拿大糧食價格低，是因為加拿大的私人大農場機械化程度非常高，單位成本很低；加拿大水果價格便宜，是因為加拿大融入國際貿易體系的程度非常高，從中獲益也很大，例如，每磅只有35加分的香蕉，是從仍屬窮國的加勒比海諸國進口的。但中國有這些前提條件嗎？
十多年過去了。如今，中國城市居民的恩格爾係數也下降了，儘管其成因和後果與西方相比，有著很大的不同。
穀賤傷農
在回應上期我的專欄文章時，一位讀者這樣說：中國城市居民恩格爾係數的下降，一方面反映了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，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農民收入的相對下降，恰好折射出目前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瓶頸的「三農」問題。
我很同意這位讀者的看法。穀貴固然損城，但穀賤必定傷農。然而，市場經濟的固有規律與中國現有農業體制的結合，卻決定了農產品價格難以與城市收入同步提高，原因有三：一、農產品價格彈性很小，用中國經濟學家林毅夫的話說，農產品只要生產多一點，那價格就會下降比較多，農產品只要減產一點點，價格便會漲得非常多；二、農產品市場屬於完全競爭市場，在中國尤其如此。土地承包制下的汪洋大海般的中國小農經濟，決定了任何一家普通農戶根本不可能操縱農產品價格，他只能被動地接受農產品價格的升降；三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，中國農民面臨的不僅僅是本國其他農戶的競爭，更可怕的則是來自成本低得多、技術含量卻高得多的外國大農場的競爭。國際慈善組織樂施會不久前的一份報告指出，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，美國向中國出口的棉花數量在4年內飆升了21倍，擠壓了中國棉農的生產。如果中國糧食市場向國際競爭完全放開，估計後果也將是大同小異。
所以，頗具諷刺性的是：恩格爾係數下降這一消息，對中國城鄉居民可能意味著完全不同的東西。
那麼，如何在不重新推高城市恩格爾係數的前提下提高農民的收入呢？
如果把計劃經濟的解決辦法排除在外，似乎只有兩條出路：一、政府對農產品進行大幅度補貼；二、走工業化、城市化的道路，減少農民人數，實現從小農經濟到大農場經濟的過渡。
農業「新政」？
中國政府最近推出了雄心勃勃的「社會主義新農村」計畫，旨在結合農作物補貼、減稅和內陸地區基礎設施投資等手段，以提高農村地區的收入。
西方媒體在報導這一消息時分析說，歐洲的共同農業政策是花錢讓土地停產，中國則不同，中國的目標是保持盡可能多的土地用於農業生產，以確保有足夠的糧食。
但中國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劉福垣認為，這個目標是錯誤的。他在接受本報駐北京記者採訪時說：「我們應該讓農民進城，因為這是在農村實現規模經濟的唯一途徑。」

吳慶也持同樣的觀點。吳慶是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，目前在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商學院進修，他也是看到上期我的專欄文章後給我來信探討問題的讀者之一。
吳慶後來在接受我的電話採訪時說，新宣佈的政府補貼、農業投資、減稅等措施在目前來說非常重要，但長遠來說，解決中國「三農」問題的根本出路還是大農業。
「我說的大農業，當然不是重回改革前的集體化道路，而應該更接近發達國家的大農場：農業人口比例要大幅度下降，但土地經營規模要大，這樣成本才會降下來，農民收入才會大幅度提高。」 吳慶在電話中說。
吳慶的看法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早些時候一份報告的結論相吻合。這個總部設在巴黎的組織，在去年年底發表的首份中國農業綜合研究報告中表示：「大量勞動者從生產率較低的農業，轉移至生產率較高的製造業，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要素之一。」

土地私有化？
但在現有的農業土地制度之下，即使大量的農民進了城，現代化的大農業就能順理成章地出現嗎？
有人認為，如果不突破目前的農業土地承包制，那麼，留鄉種地的農民便不能合法擴大農業經營規模，而進城打工的民工最終也會返鄉，西方式的現代化大農場永遠無法出現。所以，為了真正從所有權上保證合法的土地流轉，而且在一旦農地受到徵用時充分保障農民的權益，必須實行農業土地的私有化。
但吳慶反對農地私有化。他在電話中談了他和他的許多同事的擔心：「萬一賣掉土地進城打工的民工失業怎麼辦？萬一農村出現嚴重的土地兼併現象怎麼辦？沒有證據證明，土地兼併一定會導致農業經營效率的提高，相反，中國歷史上的土地食利階層是一個最為腐朽的階層。」

吳慶說，實現現代化的大農業，並非只有土地私有化一條路可走，「在農地問題上，還有更為複雜、變通的土地所有權安排。」

吳慶介紹說，這些年來，中國學術界和決策層一直就農村土地所有權問題進行著深入、熱烈的探討，他認為，中國最終會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。
李志強是我在英國的一個朋友，如今他經常往返英中兩國做生意。上個世紀八十年代，他在安徽農學院工作期間，曾從事中國農業改革的研究，並多次去「聯產承包責任制」的發源地小崗村調查。最近他從中國回來，與我談起小崗村的又一樁新聞：曾經在中國第一個冒險分地的小崗村，多數農戶最近又在自願的基礎上把土地合了起來，成立了股份制農貿公司。 

談到這個中國農村版本的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」的故事，李志強對我說：「這次的合，與人民公社時期的合，有著本質的不同：這次的合是在自願基礎上的股份制經營，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合，而且繞開了土地私有化這個難題，是地道中國特色的解決辦法：表面上農民沒有土地的所有權，但他們對土地的處置，實際上卻與土地所有人沒有太大的兩樣。」

但據傳媒報導，與28年前小崗村農民自下而上地發起了分地改革不同，今天的合地改革雖然是自願的，但發起方式卻似乎是自上而下的：發起者是從安徽省財政廳派到小崗村任村委書記的沈浩。
顯然，如今小崗村的股份制農貿公司，與西方式的大農場仍然有著很大的不同，中國的農業改革能否真正避開所有權問題？吳慶所說的「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」能否成功解決「三農 」問題？我們仍需拭目以待。
也許，只有到了中國恩格爾係數下降的消息不再是城裏人佳音、鄉下人噩耗的時候，我們才能獲得一個較為明確的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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